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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的中國性──「五四憲法」制定的背景

⊙ 王人博

 

我們得承認，當下中國學者闡釋的憲法原理更多是西方的而不是中國的。在很大程度上，我

們的「憲政哲學」實際上只是對西方政治哲學的一種詮釋，我們所扮演的只是一個跟隨者的

角色。當然，這並不是說西方的憲政原理不需要中國的解釋。理解西方，特別是真正理解西

方憲政的真正知識，這是中國憲政化的一個邏輯上的前提。畢竟，中國的憲政化是中國人

的，也是中國性的，也許它自身就存在一個如何完成西方憲政哲學的本土化覆述的問題，需

要西方憲政被中國重新定義的一系列的事件。1949年以後的中國「五四憲法」就是一個西方

憲政哲學被中國重新定義的重要事件。對它進行解釋，可以從中讀出憲法概念的中國定義，

以及是怎樣被定義的問題。本文的解釋先從「制定」這個語詞開始。

一 甚麼是憲法的「制定」

按一般的解釋，「五四憲法」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全國人大」是憲法的制定者

這個判斷有兩個權威依據：一個是劉少奇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1，另一

個是毛澤東的講話2。在「五四憲法」以前的社會主義中國，憲法性文件只有一個《共同綱

領》，其中並沒有「全國人大」制憲權的明確規定。

根據中國政治實踐的通行做法，也可以有兩種可能性的解釋：由黨中央確認了「全國人大」

的制憲權，再由兩位領導者擔當明確宣示的角色；或者，兩位領導人的意見得到了黨中央的

認可。這種「認可」在通常意義上是不成問題的。剩下的也只是一個「制定」概念問題了。

「制定」在法理上包含了「起草」和「通過」這兩個要素。如果制定的概念表達的是一個動

態的連續性過程，那麼，「起草」和「通過」就是兩個必備的環節；如果「制定」表達的是

一個「行動」的概念，那麼，「起草」和「通過」分別都表達了「制定」的語義。易言之，

在此語境下，把「全國人大」的權力表達為憲法的「通過」更為恰當。然而，作為一個重要

的法理性概念，「制定」應該包含了「起草」這個關鍵性的環節。在通常意義上，「起草」

比「通過」更能表達「制定」的本質。以美國聯邦憲法為例，它的「起草」者是制憲會議，

「通過」的是美國的各州。美國的憲法學者對此有一個基本共識：憲法的制定者就是起草人

即制憲會議成員，而不是通過憲法的各州3。運用這個例證的本義並非是以美國來度量中國憲

法的尺寸，而只是說明「起草」對制定概念的重要性。事實上，中國「五四憲法」的制定，

「起草」和「通過」構成了兩個不同的環節。只有分析了「起草」的過程，才能對憲法的制

定問題有個清晰的判斷。

一、決定。1952年11月間，黨中央作出決定，立即著手準備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

法。12月1日，黨中央下發了《關於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通知》，通知認為召開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和制定憲法的條件已經具備，準備制憲。這是經毛澤東審定、由中共中央發出的準

備制定憲法的第一個「中央文件」。

二、委託、提議和建議。12月24日，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會舉行擴大的第四十

三次會議，中共中央委託周恩來向全會提議：由「全國政協」向中央人民政府建議開始進行

憲法的草案的準備工作。毫無疑問，會議接受了這個提議。「委託」、「提議」和「建議」

是中國化民主的重要環節和步驟，缺失了任何一個環節中國的民主都是殘缺的。沒有「委

託」，就無法體現黨的領導；「提議」是黨對民主黨派精英的中國式尊重，精英們當然不能

漠視這種尊重；接受「提議」並「建議」是民主黨派精英對這種尊重的某種回報。這既體現

了黨的領導，又發揚了民主，黨的領導本身就是民主的重要部分。所以，由中共中央直接向

中央人民政府提出準備制憲的建議是不合適的。1953年1月1日，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

在通常的元旦社論裏發表了一個並不普通的社論，把制定憲法列為1953年的三項偉大任務之

一，並向全國公布4。

三、決議。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二十次會議，會議接受了全國政協的

「建議」，正式作出了關於制定憲法的決議，並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憲法起草委員會。

四、起草者。憲法起草委員會與美國的制憲會議相比，所擔當的角色完全不同，它事實上並

不是一個憲法起草的機構，而是一個領導起草工作的機構。在很大程度上，「討論」是它的

主要職權。真正擔當起草工作的是以毛澤東為主席的核心起草小組。1953年12月24日，作為

憲法起草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把憲法起草委員會的工作交給了憲法起草委員會，他則帶領核

心起草小組成員陳伯達、胡喬木和田家英南下杭州，領導和親自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法》。

在這起草憲法的「四人小組」中，他們都不是搞憲法學出身，寫憲法並不像寫社論那樣駕輕

就熟，只好邊學邊寫。為此，毛澤東還專門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在京的中央委員開了一個

憲法書單，這些書也是他本人已閱讀了的，並對書目做了畫龍點睛的評論5。據曾參與憲法制

定工作的人士回憶，田家英沒學過法學，但腦子聰慧，他能一夜把蘇聯的民法教材看完，並

能指出該教材的優劣之處，還能提出許多令人吃驚的意見6。

憲法起草委員會中的民主黨派精英，不少具有深厚的法學素養，但他們並不是憲法起草的成

員。從各方面考慮，憲法的起草權牢牢掌握在黨的手裏是保證憲法的社會主義性質不可缺少

的。

關於這部憲法的起草經過，毛澤東在1954年6月作了這樣的回顧7：

憲法的起草，前後差不多七個月。最初第一個稿子是在去年11、12月間，那是陳伯達同

志一個人寫的。第二稿，是在西湖兩個月，那是一個小組起草的。第三稿是在北京，就

是中共中央提出的憲法草案初稿，到現在又修改了許多。每一稿本身都有許多修改。在

西湖那一稿，就有七八次稿子。前後總算起來，恐怕有一二十個稿子了。

在憲法即將出世的1954年的8月4日，黨中央接到中共中央華南局的一個電報，說廣東省人民

代表大會有代表提出議案，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予毛澤東主席最高榮譽勳章。在憲法草案

全民大討論的日子裏，有人提議把這部憲法命名為「毛澤東憲法」，被毛澤東拒絕了。毛澤



東可以謙遜的不要這個稱號，但憲法的領袖化這是事實。

由此，大致可以作出這樣一個判斷：「五四憲法」是在黨的領導下，主要是由黨的領導者制

定的。

二 機構與程序

毛澤東和黨中央對制定這部憲法傾注了極大心血，無論是從機構的設置還是程序性的安排，

都作了精心設計。

一、憲法起草委員會。如上所言，這個委員會是在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

次會議上決定成立的。委員會由兩部分人構成：一部分是黨的主要領導人，如毛澤東、劉少

奇、周恩來、陳雲、董必武、鄧小平等；另一部分則是由民主黨派的精英構成，如宋慶齡、

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馬寅初、馬敘倫、陳叔通、張瀾、黃炎培、程潛等。委員會負責

領導憲法的起草工作，這既體現了黨領導的權威性，也顯示了該機構的廣泛代表性。

二、憲法起草委員會辦公室。1954年3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

了。這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的召開，已經是起草小組完成的憲法「四讀稿」了，而這以前，

憲法的「三讀稿」和「四讀稿」已分別兩次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了充分研究和修改。

這個會議的召開實際上是通過討論進一步確認黨認可的憲法草案。為了加強對憲法起草小組

已經制定出的並經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認可的憲法草案（初稿）的討論修改工作，在此

次會議上決定成立憲法起草委員會辦公室，並決定李維漢為憲法起草委員會秘書長，齊燕

銘、田家英、屈武、胡愈之、孫啟孟、許廣平、辛志超為副秘書長，由他們負責成立憲法起

草委員會辦公室8。

三、憲法小組。1954年3月中旬，劉少奇第二次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起草小組

所提交的「四讀稿」，準備由政治局修改確認後提交起草委員會。會議決定成立憲法小組，

由陳伯達、胡喬木、董必武、彭真、鄧小平、李維漢、張際春、田家英八人組成，負責初稿

的最後修改。

也就是說，憲法先是由毛澤東的起草小組起草，然後送交黨的中央政治局，由黨的憲法小組

具體負責潤色並得到政治局確認，等到送交由民主黨派精英加入的起草委員會時，剩下的也

只是一些細枝末葉的細節問題了。其具體程序正如毛澤東事先計劃的那樣9：

（一）爭取在1月31日完成憲法草案初稿，並隨將此項初稿送中央各同志閱看。（二）準

備在2月上半月將初稿複議一次，請鄧小平、李維漢兩同志參加。然後提交政治局（及在

京各中央委員）討論作初步通過。（三）3月初提交憲法起草委員會討論，在3月份內討

論完畢並初步通過。（四）4月內再由憲法小組審議修正，再提政治局討論，再交憲法起

草委員會通過。（五）5月1日由憲法起草委員會將憲法草案公布，交全國人民討論四個

月，以便9月間根據人民意見作必要修正後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最後通過。

這是一個周全而縝密的計劃，它確保了領袖和黨在憲法制定過程中始終居於領導和支配地

位。

1954年3月，毛澤東和他的起草小組回到北京，一個使命正等待他：召集憲法起草委員會會

議，討論憲法草案。



1954年6月，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10，一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

和國憲法（草案）》和《關於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決議》。表決前，民

主黨派精英紛紛發言，表達了他們認為應該表達的意見：中國人民對憲法的訴求已有半個多

世紀了，但中國從未得到真正民主的憲法。今天，因為有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英明正確領

導，中國人民就要如願以償了。這將是中國自有歷史以來第一部人民的憲法，是真正的名副

其實的人民憲法11。

四、討論。「討論」是中國政治生活經常使用的辭彙。中國政治所使用的「討論」一詞與西

方古典時代表達公民生活的「公民大會」的「討論」的語義是不同的，前者更多的是一個柔

性概念，褪去了「激烈交鋒」的強度，在多數情況下，意指的主要是一種相互表達意見的方

式，而表達的意見既可能是表達者的真實意思，也可能相反。更重要的是，「討論」這個辭

彙還包含了意見的「決斷者」的在場；後者則是一個剛性概念，包含了「討價還價」式的

「爭辯」，「民主意味著討論」一語所表達的就是這種意思。

「討論」既是中國憲法制定的過程，也是「制定」的儀式。它分兩種：一種是「積極份子」

的討論；一種是民眾的討論，後者實際上是「提意見」的另一種表達。關於第一種，毛澤東

曾這樣說過12：

這個憲法草案，看樣子是得人心的。憲法草案的初稿，在北京五百多人的討論中，在各

省市各方面積極份子的討論中，也就是在全國有代表性的八千多人的廣泛討論中，可以

看出是比較好的，是得到大家同意和擁護的。

也就是說參加討論者是被仔細挑選了的人──「積極份子」，而且是「各方面積極份子」。

對憲法草案的態度與「積極份子」之間肯定存在某種關聯，一個被稱作「消極份子」的人已

經包含了對這個草案可能抱的態度。在「積極份子」與「代表性」之間，其邏輯關係是：因

為是積極份子，所以「有代表性」；若說，因為有代表性所以他們是積極份子，這在邏輯上

是荒謬的。這也進一步解釋了中國政治生活中所使用的「討論」一詞所具有的涵義。

關於後者，據有關人士的統計，約有一億五千萬人參與，提出的意見有138萬多條，這些人還

不包括各省、市、縣部分「人大」596萬多名代表13。對這些意見的處理方式，毛澤東作了這

樣的說明14：

這些意見，可以分作三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正確的。還有一部分雖然不見得很不正

確，但是不適當，以不採用為好。既然不採用為甚麼又要搜集呢？搜集這些意見有甚麼

好處呢？有好處，可以了解在這八千多人的思想中對憲法有這樣一些看法，可以有個比

較。第三部分就是採用的。這當然是很好的，很需要的。

這種分類方法所依據的標準與「討論」概念是一致的。無論討論所形成的意見是一致還是分

歧，都需要最後的意見決斷者──如毛澤東──的在場。

五、通過。1954年9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隆重

開幕。會議充滿了歡樂的氣氛。最後，出席會議的代表1,197人，以1,197票的贊成票通過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三 為甚麼需要憲法



這部憲法生成於中國社會的「過渡」時期，官方和學界都有人把它看作是具有「過渡」性質

的憲法15。毛澤東對此也作過類似的解釋：憲法是過渡時期的憲法。我國的各種辦法，大部

分是過渡性質的16。根據世界的立憲經驗，制憲活動一般都是在社會基本定型，各種社會關

係基本處於穩定的狀態下進行的，特別是後發憲政化的國家更是如此。比如，近代的日本從

開國到制憲大約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中國的情形是，社會正處於「過渡」時期，而且這之

前已有了一個憲法性文件──《共同綱領》。為甚麼要匆忙制憲呢？其中一個合理的邏輯推

斷是《共同綱領》已經變得不合時宜。似乎又不是這個邏輯，這可以從毛澤東對這個綱領的

評價中看出來17。如果《共同綱領》只是一個過渡性質的憲法性文件，那麼為甚麼非要在一

個「過渡時期」制定一個過渡性質的憲法不可呢？要解釋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對《共同綱

領》進行解釋。

《共同綱領》既是黨和民主黨派合作的產物，又是這種合作的基礎。《共同綱領》架構下的

中央人民政府頗有聯合政府的味道。因而，對《共同綱領》大多數民主派精英是真誠歡迎

的，這種真誠來源於黨與他們合作願望的真誠的一種感知。「政協」是這種合作的平台，而

「全國政協」既是平台，又是權力的主體。對他們來說，這有兩個優長之處：因為「全國政

協」有代行「最高權力」之責，作為「政治協商」的一方，他們便有了說話的底氣；作為權

力機構的一部分，他們又真實地分享了參加共和國管理的權力，而這種參與是廣泛的，既有

技術層面的，也有政策層面的。雙方都從這種合作中獲益，因為對作為一個剛剛執政既缺乏

人才又缺乏經驗的黨來說，這種合作能夠吸引很大一部分具有管理經驗和專業知識的人才聚

集到黨的周圍，非常有效地為黨領導一個龐大的國家提供知識和建議。團結精英共同治國的

謀略是黨的智慧的體現。事實上，這也是直到1952年黨並不急於制憲的原因。劉少奇代表黨

中央曾表達過對《共同綱領》所確立的政制的滿意18。

但幾個月的時間情況就變了。同年11月便有了上述的黨中央關於準備召開「全國人大」和制

定憲法的決定。對此，民主黨派精英感到不解：這樣做的根據是甚麼？這樣做有甚麼作用？

這樣做有沒有可能和困難？這樣做對有些黨派是不是不利？對此，毛澤東代表黨作了說

明19。但是除了關於「不利」疑問的解釋之外，其他的好像都不是真正的理由。特別是毛澤

東關於制憲根據問題的解釋恰與劉少奇代表中央所表達的不制憲是同一個理由。這到底出了

甚麼問題？

就邏輯上的分析，這可能與以下的事實有關：1952年10月，劉少奇率領中共代表團參加蘇共

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受毛澤東的委託，就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向斯大林徵求意

見。斯大林提出了三點意見：一是建議中共通過選舉和制憲解決自身合法性問題：「你們不

制訂憲法，不進行選舉，敵人可以用兩種方法向工農群眾進行宣傳反對你們：一是說你們的

政府不是人民選舉的；二是說你們國家沒有憲法。因政協不是人民經選舉產生的，人家就可

以說你們的政權是建立在刺刀上的，是自封的。此外，《共同綱領》也不是人民選舉的代表

大會通過的，而是由一黨提出、其他黨派同意的東西，人家也可以說你們國家沒有法律。」

二是所謂泄密問題：斯大林認為中國現在是各黨派的聯合政府，而「其他黨派的人很多是和

英美有關係的」，所以，「我感到你們有些重要機密情況外國人都知道」。三是通過選舉實

現政制轉換問題：「如果人民選舉的結果，當選者共產黨員佔大多數，你們就可以組織一黨

的政府。其他黨派在選舉中落選了，但你們在組織政府時可給其他黨派以恩惠，這樣對你們

更好。」20



這是一個共產主義大家庭的長者向他的兄弟黨傳授「老大哥」的民主經驗。我們無法推斷為

甚麼斯大林提出這樣的建議，但就這三點意見而言還是值得解釋的。所謂的合法性問題對一

個革命性的政黨而言，其實並不是個問題。社會主義的蘇聯從不理睬西方國家對蘇維埃政權

合法性的批評，斯大林為甚麼又偏偏關心中國的合法性問題呢？實際上，中國共產黨的合法

性並不需要從斯大林的那種建議中來，黨領導它的人民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它為這

個國家注入的活力，帶來的勃勃氣象本身就是合法性。所謂的「泄密問題」其實並不存在。

在與黨合作的民主黨派精英中，儘管許多人與英美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但他們對黨和他們

的祖國的忠誠是不成問題的。斯大林之所以急欲讓中國盡快召開「全國人大」和制定憲法，

或許真想要的是中國政治體制實現蘇聯化，即向一黨政府轉換。這恰是他的第三點建議的核

心，而斯大林核心的第三點建議與毛澤東對民主黨派精英提出的「不利」憂慮所做的解釋的

精神是一致的。

我們不敢斷定斯大林的第三點建議就是中國共產黨改變初衷加快制憲步伐的原因，但肯定與

這個建議有著某種關係。

對這樣一種突發式的通過制憲而實現政制轉換的做法引起了民主黨派精英的極大憂慮。有人

自然會提出「全國人大」召開以後「政協」怎麼辦的問題。對此，毛澤東為「政協」提出了

五項任務：協商國際問題；商量候選人名單；提意見；協調各民族、各黨派、各人民團體和

社會民主人士領導人員之間的關係；學習馬列主義。

對有人擔心「政協」是否會變成說閒話的機關的問題，毛澤東表達了掌握各種意見的重要

性：「只要不是惡意，講閒話也可以，這樣可以使我們知道社會上存在著這樣的意見。」21

就這樣通過制定憲法，中國實現了斯大林願意看到的政制轉換，「政協」也按毛澤東的設

計，有了它該有的價值。

四 甚麼是憲法

一、憲法有個很長的「序言」。雖然說這部憲法參照了1918年蘇俄憲法、1936年蘇聯憲法以

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但中國憲法的式樣還是別具一格。首先是那個文字較長的「序

言」。為甚麼要寫那樣一個「序言」，據有關人士回憶：「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毛主席看

了1918年蘇俄憲法、1936年蘇聯憲法、東歐國家的憲法，把列寧寫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

宣言》放在前面，作為第一篇。毛主席從中受到啟發，決定在憲法總綱的前面寫一段序

言。」22「宣言」和「序言」的性質是不一樣的。把「宣言」放在憲法正文的前面濫觴於法

國，它表明憲法對人權的重視。說到底，憲法是人法，它必須首先關注人。那樣的「序

言」、那樣的表達以及那樣表達的內容，這地地道道是中國憲法的創造。「序言」因為它的

中國性，所以為以後的中國憲法所持守，成為中國憲法的一個顯著標誌。

二、憲法不只是規則，而且還是綱領。毛澤東領導和起草憲法時，為此進行了專門思考。毫

無疑問，在把黨的綱領用憲法的形式加以表達方面，毛澤東是成功：「一般地說，法律是在

事實之後，但在事實之前也有綱領性的。1918年蘇維埃俄羅斯憲法就有綱領性的。後頭1936

年斯大林說，憲法只能承認事實，而不能搞綱領。我們起草憲法那個時候，喬木稱讚斯大

林，我就不贊成，我就贊成列寧。我們這個憲法有兩部分，就是綱領性的。國家機構那些部

分是事實，有些東西是將來的，比如三大改造之類。」23這是另一種式樣，憲法規定黨的綱



領這是後來中國各部憲法的通例。

三、憲法是這樣被定義的。毛澤東曾說過24：

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

法。用憲法這樣一個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使全國人

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有一條清楚的明確的和正確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

全國人民的積極性。

「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的表述後來成為中國的任何一部憲法學教科書裏的標

準定義。憲法既然是用以確認「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的，而不是主要用來表達規

則的，那麼類似於憲法法院這樣的機構設想就是多餘的。憲法的綱領性、根本性不是來源於

憲法規則的重要，而是因為它所確認和「固定」下來的內容──因制憲而轉換完成的「人民

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的重要性而成為最高法的。尊重和遵守根本大法的基本保

證，也就不是主要依靠一個違憲的預警機制，而是依靠領袖的崇高的美德和品質，依靠人民

由憲法內容所激發出的激情、覺悟以及他們對黨、國家、民族熱愛的心靈體驗。

「五四憲法」留給我們的不止是以後幾部憲法的固定式樣，而是中國憲政化之道的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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